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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基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全国 ２８７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

平衡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为数字经济赋能各领域平衡发展提供更为可靠的经验证

据。 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推进了各领域的平衡发展，这一效果在西部地区和市场化程

度居中地区更为明显。 相较于重点城市和中小城市，普通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数字经济对

平衡发展的推动效果更好。 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创新水平和创业活跃度是数字经济影响

各领域平衡发展的主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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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大规模进入商业化应用，数字经济发展日益有

效支撑国民经济复苏。 后疫情时期，数字经济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力量。 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２０２３ 年）》显示，２０２２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为 ７􀆰 ５ 万亿美元，占
ＧＤＰ 比重超过三分之一，达到 ４１􀆰 ５％［１］。 继 ２０２１ 年《“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通知》提出要“拓
展经济发展新空间，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后，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

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尽管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

二，且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但发展不平衡问题仍旧存在［２］。 长期以来，发展不平衡一直是国家发展过

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３］。 面对当前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推进经济、社会以及民生等

各领域平衡发展，精准施策迫在眉睫。 基于此，如何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与产业变迁时代背景下

厘清数字经济对平衡发展的影响效应，洞悉数字经济对各领域平衡发展的作用路径，对于全面赋能

中国各领域平衡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兴起，数字技术的低成本、高渗透特征，使得社会中的微观个体都开始享有

数字技术的平等的使用权和受益权［４］。 现有关于数字经济对平衡发展影响的研究多从异质性或分

维度视角提供一些间接经验证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一方面数字经济带来更多的新业态，促进了劳动力就业［５］，改善

了农村居民的创业活动［６］，提高了居民收入，实现了经济的包容性增长［７］。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能够

通过降低消费搜寻成本和商品零售价格增加边际消费倾向［８］，进而改变家庭消费结构［９］。 二是对公

共服务的影响研究，数字经济对公共服务的影响是多维度的［４］，主要围绕就业［１０］、教育［１１］、医疗［１２］

等方面展开。 此外，还有研究指出，数字经济不受时空限制的特性能够缓解行政分割带来的影响，带
动城市行政边界地区经济发展，从而实现跨行政区协同发展［１３］。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研究在数字经



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上，主要采用互联网、数字普惠金融等单一指标，或基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

字化角度进行衡量，且多集中于省级层面，鲜有研究对城市层面数字经济发展进行全面辨析。 同时，
现有文献多侧重探究数字经济与平衡发展某个维度之间的关系，鲜有研究从全局视角考量其整体效

应，以及这种效应是通过何种渠道产生的。 据此，本文基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全国 ２８７ 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和平衡发展指标体系，从地级市层面分析近年来数字经济对各领域平衡发展的

影响，识别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探究其影响路径，以期为实现我国数字经济赋能平衡发展提供借

鉴依据与实践指导。
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研究视角上，现有关于平衡发展的研究多选

用单一视角作为切入点来表征平衡发展程度，鲜有文献对其进行全面考量，本文基于经济发展、社会

进步以及民生福祉三个板块对我国城市内各领域的平衡发展程度进行全面测算，在一定程度上拓展

深化平衡发展的相关研究。 第二，在研究内容上，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平衡发展的多重影响效果。
数字经济对平衡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多维度、全方位的，现有研究多局限于某一特定效应进行分析。
本文提供多层次的实证分析视角，实证检验数字经济促进平衡发展的可能路径，厘清不同环境背景

下作用效果的差异。 第三，在研究数据上，从地级市层面构建数字经济与平衡发展的衡量指标，将数

字经济的相关研究推进至更为精准的地级市层面。

二、理论机制分析

数字经济时代下，数据要素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被纳入经济增长体系，为实现平衡发展提

供了更广阔的思路。 从供给侧来看，作为数字大基建的核心，５Ｇ 基站、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基础

设施是产业（企业）数字化的基础，也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突破口。 数字基础环境

下形成的新型消费模式，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行为，并引致转移支付（税收

转移），进而助推平衡发展。 同时，数字创新发展下数字技术的推广使用，有助于挖掘制造业企业的

绿色发展潜力，从体验驱动视角转向数据驱动［１４］，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

产出，从而推动平衡发展。 从需求侧来看，受益于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的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正

全面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生产，由此引发的需求侧公共治理与服务的不断提升，均有助于推动平

衡发展。 因此，在供需两侧的双重影响作用下，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创新发展水平，以
及促进数字融合应用，是有效助推各领域平衡发展的关键所在。

一直以来，创业活跃度作为城市活力的直接体现，有效促进了城市就业［１５］，并为城市经济发展

注入新动力，助推了平衡发展。 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知识溢出、要素重组提供更多的创业机会，并在某

种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创业相关信息的共享度，进而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６］。 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

展会激发客户对产品多样化的需求，使得产品的生产从原来的单方面输出转向供需双方的交流互

动［１６］，促进产品市场种类增长，从源头上为创业匹配产品需求。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为广大创业者

提供了更加便利的信息交流平台，这为创业者在决策前作出判断和在创业过程中的相互沟通提供了

有效的信息资源［１７］。
同时，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服务的载体，数字经济在各个领域的广泛渗透促使其与实体产业深

度融合。 从企业层面来看，随着对数字技术投资的增加，借助于先进的技术水平，市场变得更加透明

化，企业作为创新主体能获取更多的数字信息，并从需求端进行创新［１８］，提升产品质量，从而避免退

出市场的危机［１９］。 从产业层面来看，一方面通过发展软硬件等信息产业，数字产品服务会逐渐取代

传统产业与服务，最终形成数字产业化［２０］；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与初始生产要素的融合，会促使既有

产业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型升级［２１］，并为其他产业带来溢出效应，推动产业创新协同发展［２２］。 从城

市层面来看，随着电子商务、云计算等人工智能相关硬件设施的投入，产业企业的边际收益逐渐递

增［２３］，形成规模效应，最终带动整个城市创新发展。 由此可见，与现代信息网络深度融合释放出的

技术创新红利，可以进一步催生新的增长点，并形成规模效应，推动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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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优化的窗口期［２４］，产业结构变迁与收入分配息息相关［２５］，去工

业化和服务业升级会进一步影响平衡发展。 随着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知识密

集型服务业结构逐渐升级［２６］。 一是数字平台为现代化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之间的合作交流在供给

和需求上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匹配途径［２７］；二是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应用降低了产业间融合的技

术壁垒［２８］。 这些都有力推动了数字经济背景下服务业的结构升级，促进了营商环境优化和市场一

体化，并最终助力平衡发展。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可知，数字经济不仅可以直接对平衡发展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还可以通过

促进产品市场多样化、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信息匹配效率以及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提高城市创业

活跃度和创新水平、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并在规模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的作用下，推动就业转型、
提高居民收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市场一体化，从而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推动平衡发展。 有鉴于

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Ｈ１：新时代背景下，发展数字经济有助于推动各领域平衡发展。
Ｈ２：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提升城市创新水平，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进而对平

衡发展产生正向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从两个层面检验数字经济对平衡发展的影响：一是数字经济对平衡发展的直接效应研究，
二是数字经济对平衡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 首先，构建如下基本模型：

Ｂａｌａｎｃｅｉｔ ＝ α０ ＋ α１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ｔ ＋ αｋＸ ｉｔ ＋ λ ｉ ＋ δｔ ＋ εｉｔ （１）
其中， Ｂａｌａｎｃｅｉｔ 表示平衡发展程度，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ｔ 代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Ｘ ｉｔ 为包括产业结构水平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人口密度 （ ｐｄｅｎｓｉｔｙ）、城镇化率 （ ｕｒｂａｎｒａｔｅ）、对外开放程度 （ ｏｐｅｎ） 以及财政分权度

（ ｆｉｎａｎｄｅ）在内的一系列控制变量； λ ｉ 为城市固定效应， δｔ 为时间固定效应， εｉｔ 为随机扰动项。 同时，
为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平衡发展的可能的影响渠道，本文参考温忠麟等［２９］ 的做法，构建如式（２）和
式（３）所示的中介效应模型：

Ｍｅｃｈｎｉｓｍｉｔ ＝ β０ ＋ β１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ｔ ＋ βｋＸ ｉｔ ＋ λ ｉ ＋ δｔ ＋ εｉｔ （２）
Ｂａｌａｎｃｅｉｔ ＝ θ０ ＋ θ１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ｔ ＋ θ２Ｍｅｃｈｎｉｓｍｉｔ ＋ θｋＸ ｉｔ ＋ λ ｉ ＋ δｔ ＋ εｉｔ （３）

其中， Ｍｅｃｈｎｉｓｍｉｔ 为机制变量，主要包括城市创业活跃度（ ｅｎｔｒｅｐ）、城市创新水平（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和
服务业结构升级（ｕｐｇｒａｄｅ），其他变量含义与模型（１）一致。

（二）变量处理与说明

１􀆰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平衡发展指数。 本文基于主成分分析法，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福祉等三个

板块构建平衡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共包含 ２５ 个基础指标，并最终选取 ５ 个主成分以体现平衡发

展的理论内涵①。
２􀆰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本文采用熵值法，基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创新发展和数

字融合应用三个维度共 １１ 个指标测算得出该变量，全面衡量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②。
３􀆰 控制变量

除了数字经济会对平衡发展产生影响，还存在其他影响平衡发展的可能因素。 为排除其他因

素的干扰，本文参照已有研究，选取以下变量作为计量模型的控制变量：（１）产业结构，产业结构

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３０］ ，其变迁是否合理与经济发展是否平衡充分有着极大关系［２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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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限于篇幅未刊出，备索。
限于篇幅未刊出，备索。



本文借鉴干春晖等［３１］的做法，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衡量产业结构水平。
（２）人口密度，人口密度越高的城市，劳动力市场越成熟，信息交换越充分，越具经济韧性。 其较

强的自我调控能力能在短时间内缓解冲击带来的风险，进而保障各领域平衡发展。 本文采用年末

人口数与行政区域土地面积的比值来衡量人口密度［３２］ 。 （３）城镇化率，城镇化往往与经济增长高

度趋同［３３］ ，其能够通过共享学习机制［３４］ 、生产互补以及规模效应［３５］发挥集聚经济作用，进而影响

平衡发展程度。 本文参考唐建军等［３６］的方法采用城镇常住人口占城镇常住人口和乡村常住人口

总和的比重来衡量城镇化率。 （４）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开放不仅能加快劳动力流动［３７］ ，还有助于

增加外商投资，通过对地区资本形成、各领域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３８］ ，促进平衡发展。
本文采用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 ＧＤＰ 比重表示对外开放程度［３９］ 。 （５）财政分权度，财政分

权赋予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自主权，地方政府间会因经济竞争而选择市场分割［４０］ 。 由于不同领域

资源禀赋存在差异，政府会优先选择更具经济效益的领域，进而影响平衡发展。 本文借鉴张晏等

的做法［４１］ ，采用地级市人均财政支出占地级市人均财政支出、省级人均财政支出和全国人均财政

支出总和的比重来衡量城市财政分权度。
表 １ 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平衡发展指数均值为 ０􀆰 ５９９，标准差为 ０􀆰 ０３４。 数字经济发

展水平均值为 ０􀆰 ０３６，标准差为 ０􀆰 ０３７。 相较于平衡发展指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城市间的差异更

大。 此外，根据 ＨＴ 检验结果，所有变量均通过单位根检验，变量平稳。 图 １ 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

平衡发展指数的拟合趋势，可以看出，散点基本均匀地分布在向上倾斜直线的两侧，可以初步判断数

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平衡发展程度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表 １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衡发展指数（ｂａｌａｎｃｅ） ２５８３ ０􀆰 ５９９ ０􀆰 ０３４ ０􀆰 ５６３ ０􀆰 ７６０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ｄｉｇｉｔａｌ） ２５８３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７ ０􀆰 ００７ ０􀆰 ２７６
数字基础设施（ｄｉｇｉ＿ｂａｓｅ） ２５３８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３ ０􀆰 ０５６
数字创新发展（ｄｉｇｉ＿ｉｎｎｏ） ２５８３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９０ ０􀆰 ０００ ０􀆰 ２０９
数字融合应用（ｄｉｇｉ＿ａｐｐｌ） ２５８３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４
产业结构水平（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２５８３ ０􀆰 ９９５ ０􀆰 ５１３ ０􀆰 ３０５ ３􀆰 ４０７
人口密度（ｐｄｅｎｓｉｔｙ） ２５８３ ０􀆰 ０４３ ０􀆰 ０３１ ０􀆰 ００２ ０􀆰 １５３
城镇化率（ｕｒｂａｎｒａｔｅ） ２５８３ ０􀆰 ５４６ ０􀆰 １４８ ０􀆰 ２５７ ０􀆰 ９４６
对外开放程度（ｏｐｅｎ） ２５８３ ０􀆰 １１２ ０􀆰 １５１ ０􀆰 ０００ ０􀆰 ７３６
财政分权度（ ｆｉｎａｎｄｅ） ２５８３ ０􀆰 ２７０ ０􀆰 ０８３ ０􀆰 １４４ ０􀆰 ５７０

　 　 ４􀆰 数据来源

本文以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中国 ２８７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 北京大学数字

金融中心公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虽已更新到 ２０２１ 年，但囿于其他指标数据的可获取性，为保持样

本量年份统一，本文选取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作为样本研究期间。
此外，不同指标数据的来源会有所差异。 大部分指标数据均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

市建设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如收入和教育层面涉及的三级指标，采用各地方统计局、中国区域

经济数据库和各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予以补齐。 同时，考虑到《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的数据口径包含全市和市辖区两种，且市辖区包含的范围相对较窄（不包含市县乡镇

村），因此，本文选取的指标数据以全市为准。 由于部分指标可能存在缺失，本文参照许宪春等［４２］ 的

做法，对缺失值予以修正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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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为研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影响平衡发展，本文借助实证模型（１），采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全国

图 １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平衡发展指数拟合图

２８７ 个地级及以上面板数据进行识别。 同时，为缓

解异方差带来的影响，在回归中加入聚类标准误，
结果如表 ２ 所示。 可以看出，无论是否控制地区

特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平衡发展指数都具有

显著的促进作用，即数字经济有助于平衡发展。
这一结果可能与数字经济的低成本性与高渗透性

有关。 究其原因在于：随着“数字鸿沟”的不断消

弭，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人有机会利用数

据流量开展相关活动且不受时间地域限制，进而

借助数字红利增加收入，促进本地和周边地区经

济增长，从而实现平衡发展。 这与李彦龙等［４３］ 和

张勋等［７］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此外，从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来看，产业结构水平不利于平衡发展，
这可能是因为第三产业多为高端服务业，从投入使用到形成市场规模效应需要一定时间，并且由于

不同城市第三产业的投入存在差异，因此形成的规模效应会略有不同，最终会弱化整体的发展平衡。
人口密度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人口密度大对城市承载各种公共服务带来的压

力，大于其对劳动力市场和城市经济韧性带来的比较优势，但不足以影响平衡发展。

表 ２　 数字经济对平衡发展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ｂａｌａｎｃ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３６２４∗∗∗ ０􀆰 ３６１７∗∗∗ ０􀆰 ３６５３∗∗∗ ０􀆰 ３６６７∗∗∗ ０􀆰 ３６６０∗∗∗ ０􀆰 ３６５５∗∗∗

（０􀆰 ００８６） （０􀆰 ００８６） （０􀆰 ００９０） （０􀆰 ００９２） （０􀆰 ００９２） （０􀆰 ００９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６）
ｐ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 ０８３３ －０􀆰 ０８７２ －０􀆰 ０８９２ －０􀆰 ０８４９

（０􀆰 ０６５０） （０􀆰 ０６５１） （０􀆰 ０６５１） （０􀆰 ０６５２）
ｕｒｂａｎｒａｔｅ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０４３）
ｏｐｅｎ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７）
ｆｉｎａｎｄｅ ０􀆰 ００８９

（０􀆰 ００７７）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５７７４∗∗∗ ０􀆰 ５７８３∗∗∗ ０􀆰 ５８１９∗∗∗ ０􀆰 ５７９９∗∗∗ ０􀆰 ５８０２∗∗∗ ０􀆰 ５７７８∗∗∗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０４０）
年份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城市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观察值 ２５８３ ２５８３ ２５８３ ２５８３ ２５８３ ２５８３
Ｒ２ ０􀆰 ７８２ ０􀆰 ７８２ ０􀆰 ７８２ ０􀆰 ７８２ ０􀆰 ７８３ ０􀆰 ７８３
Ｎ ２８７ ２８７ ２８７ ２８７ ２８７ ２８７
　 　 注：括弧中的数值为标准误，∗∗∗、∗∗、∗分别表示 １％、５％、１０％的置信水平（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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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进一步分析

考虑到不同维度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平衡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在基准回归结果的基础上，
本文依据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算维度，以数字基础设施（ｄｉｇｉ＿ｂａｓｅ）、数字创新发展（ｄｉｇｉ＿ｉｎｎｏ）和数

字融合应用（ｄｉｇｉ＿ａｐｐｌ）为解释变量，进一步探究不同维度数字经济对平衡发展的影响。 结果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不同维度数字经济对平衡发展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ｂａｌａｎｃｅ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３６５５∗∗∗

（０􀆰 ００９２）
ｄｉｇｉ＿ｂａｓｅ ０􀆰 ６７１９∗∗∗

（０􀆰 ０５７０）
ｄｉｇｉ＿ｉｎｎｏ ０􀆰 ３７３９∗∗∗

（０􀆰 ０１００）
ｄｉｇｉ＿ａｐｐｌ ３􀆰 ８４０２∗∗∗

（０􀆰 ３３０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城市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观察值 ２５８３ ２５８３ ２５８３ ２５８３
Ｒ２ ０􀆰 ７８３ ０􀆰 ６４９ ０􀆰 ７７１ ０􀆰 ６４４
Ｎ ２８７ ２８７ ２８７ ２８７

　 　 从表 ３ 中可以看出，数字融合应用对平衡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强，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尽管数字

基础设施和数字创新发展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中的占比较高，但最终都要服务于数字融合应用，其
使传统交易模式发生了改变，催生出新的产品与模式，影响了居民的消费结构。 因而数字应用的程

度越高，涵盖的领域范围越广，越能有效地促进平衡发展。 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和数字创新发展对平

衡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大于数字经济，说明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高科技人才以及互联网高普及率可

以推动平衡发展指数的提升。 与此同时，可以看到数字创新发展的系数低于另外两个维度，在某种

程度上也说明了数字创新是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融合应用的基础。
（三）内生性及工具变量

尽管本文已经控制了比较典型的相关因素，但遗漏变量、互为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仍有可能

存在，容易导致估计结果偏误。 基于此，本文参照 Ｎｕｎｎ 等［４４］ 关于工具变量的设置方法，选取 １９８４
年地级市邮电局数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比的交互项（ ｉｖ）作为数字经济发展

水平的工具变量，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一个适合的工具变量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其一，要与内生变量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其二，具

备与残差项无关的外生性。 就相关性而言，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比原本就是数

字基础设施维度的基础指标，且邮局是早年固话线路主力，是拨号上网的必备条件［４５］。 就外生性而

言，１９８４ 年距离本文所考察的样本期间较为遥远，历史上的邮局数是一个固定值，不随时间变动而发

生改变，对当前的平衡发展程度几乎没有影响。 同时，与数字技术相关的从业人员占比也并不会对

地区的平衡发展水平造成直接影响。 至此，ｉｖ 符合工具变量需要具备的两个条件，具体检验结果如

表 ４ 所示。

２８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６ 卷



表 ４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第一阶段：ｄｉｇｉｔａｌ 第二阶段：ｂａｌａｎｃｅ
（１） （２） （３） （４）

ｉｖ ０􀆰 ０１５０∗∗∗ ０􀆰 ０１２９∗∗∗

（５􀆰 ２３） （５􀆰 ００）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２５３２∗∗∗ ０􀆰 ２３５７∗∗∗

（４􀆰 ８９） （４􀆰 ０１）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２１􀆰 ４４３∗∗∗ １９􀆰 ５８５∗∗∗

Ｐ－ｖａｌ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２７􀆰 ３４３ ２４􀆰 ９６３

１０％ ｍａｘｉｍａｌ ＩＶ ｓｉｚｅ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年份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城市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观察值 ２５８３ ２５８３ ２５８３ ２５８３

Ｒ２ ０􀆰 ３０３１ ０􀆰 ３０１４

Ｎ ２８７ ２８７ ２８７ ２８７

　 　 （四）稳健性检验

根据上述基准回归结果可知，数字经济发展对各领域平衡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各维度

数字经济指标均能显著提升平衡发展指数。 为确保前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通过替换被解释

变量、替换解释变量、双侧缩尾、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等操作进行检验。
１􀆰 替换被解释变量

基准回归中对平衡发展指数的测度采用的是主成分分析法，本文在此选择改变平衡发展指数的

测度方法，采用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一致的熵值法重新测度，再次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５
所示。

从表 ５ 中可以看出，首先，在改变了平衡发展指数的测度方式之后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依旧显

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其平衡发展程度也偏高。 其次，列（２）至列（４）解释变量

分别为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创新发展和数字融合应用，三者的估计系数值均大于数字经济，且不同维

度数字经济对平衡发展的影响程度依旧按数字创新发展、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融合应用的顺序依次

增大。 上述分析结果与表 ２ 和表 ３ 呈现的基准回归分析一致。
２􀆰 替换解释变量

除了替换被解释变量，本文还通过替换解释变量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参照杨刚

强等［４６］的做法，本文基于企业官网和微博平台，爬取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所有开通微博的公司的信息，共
计 ５４７１３９ 条，然后按照县域地级市代码进行匹配，加总计算得到样本期间涉及的所有地级市开通微

博的企业总数（万个），用于衡量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 因此，本文在此用地区数字经济企业

数作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替换变量，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６ 所示。
表 ６ 列（１）至列（２）、列（３）至列（４）分别是以主成分分析法和熵值法测度的平衡发展指数作为

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否引入控制变量，所有回归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
说明数字经济对平衡发展的推动效果依旧显著，与前文研究结论相符，模型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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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被解释变量：ｂａｌａｎｃｅ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６６８３∗∗∗

（０􀆰 ００９４）
ｄｉｇｉ＿ｂａｓｅ ０􀆰 ８５３６∗∗∗

（０􀆰 ０８２０）
ｄｉｇｉ＿ｉｎｎｏ ０􀆰 ６９４４∗∗∗

（０􀆰 ０１０３）
ｄｉｇｉ＿ａｐｐｌ ６􀆰 ００８５∗∗∗

（０􀆰 ４３９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城市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观察值 ２５８３ ２５８３ ２５８３ ２５８３
Ｒ２ ０􀆰 ８３１ ０􀆰 ４８６ ０􀆰 ８２０ ０􀆰 ４９９
Ｎ ２８７ ２８７ ２８７ ２８７

表 ６　 替换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ｂａｌａｎｃｅ（主成分分析法） ｂａｌａｎｃｅ（熵值法）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０２８９∗∗∗ ０􀆰 ０２７０∗∗∗ ０􀆰 ０４７１∗∗∗ ０􀆰 ０４７５∗∗∗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８）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城市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观察值 ２５８３ ２５８３ ２５８３ ２５８３
Ｒ２ ０􀆰 ８０８ ０􀆰 ８２２ ０􀆰 ７８１ ０􀆰 ７８６
Ｎ ２８７ ２８７ ２８７ ２８７

　 　 ３􀆰 双侧缩尾检验

由于本文研究样本涉及全国 ２８７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覆盖范围较广，可能存在由于极端值引起

的测量误差而导致回归结果偏误，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本文将所有连续变量进行 １％水平的双侧缩

尾处理，并对处理后的样本数据进行重新检验。 表 ７ 呈现了基准回归和分维度回归的结果。 从中可

以看出，在对所有变量进行双侧缩尾处理之后，各维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平衡发展指数的估计系

数仍然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不同维度数字经济对平衡发展的影响程度也与表 ２ 和表 ３ 的结

果相一致。
４􀆰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考虑到数字经济发展对平衡发展的影响可能存在时滞效应，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进

行滞后一期处理，然后对处理样本重新进行实证检验，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７ 列（５）至列（８）所示。 可

以看到，回归系数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上述回归结果一致，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至此，假说 １ 得以验证。

（五）异质性分析

基于各城市地理位置、政策实施强度、市场规模以及资源禀赋存在差异，数字经济对平衡发展的

影响程度也会有所区别，接下来，本文将对此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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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双侧缩尾和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稳健性检验

被解释变量：ｂａｌａｎｃｅ
双侧缩尾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３３９０∗∗∗

（０􀆰 ０１３４）
ｄｉｇｉ＿ｂａｓｅ ０􀆰 ６７１９∗∗∗

（０􀆰 ０５７０）
ｄｉｇｉ＿ｉｎｎｏ ０􀆰 ３３９７∗∗∗

（０􀆰 ０１５２）
ｄｉｇｉ＿ａｐｐｌ ２􀆰 ２１１７∗∗∗

（０􀆰 ２９８７）
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６６７７∗∗∗

（０􀆰 ０１０７）
Ｌ􀆰 ｄｉｇｉ＿ｂａｓｅ ０􀆰 ８６００∗∗∗

（０􀆰 ０９７６）
Ｌ􀆰 ｄｉｇｉ＿ｉｎｎｏ ０􀆰 ６９６９∗∗∗

（０􀆰 ０１１４）
Ｌ􀆰 ｄｉｇｉ＿ａｐｐｌ ４􀆰 ８３４６∗∗∗

（０􀆰 ４５８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城市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观察值 ２５８３ ２５８３ ２５８３ ２５８３ ２５８３ ２５８３ ２５８３ ２５８３
Ｒ２ ０􀆰 ７４３ ０􀆰 ６８７ ０􀆰 ７３０ ０􀆰 ６７５ ０􀆰 ８０５ ０􀆰 ４４４ ０􀆰 ７９８ ０􀆰 ４４９

Ｎ ２８７ ２８７ ２８７ ２８７ ２８７ ２８７ ２８７ ２８７

　 　 首先，考虑区域异质性问题，本文将研究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地区分别进行

回归检验。 表 ８ 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平衡发展的影响在四大地区均显著为正，且根据边际效应，
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对平衡发展的促进作用按照西部、东北、中部以及东部地区

顺序依次增强。 对此，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西部和东北地区平衡发展度在考察初期较低，上升空

间较大，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持续建设，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产生了“数字红利”，挖掘了其

各方面的发展潜能［２］，因而出现较为明显的提升。 另一方面，东部和中部地区大部分城市经济实力

较强、产业结构合理，初期平衡发展度较高，因此，尽管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于西部和东北地区，但
平衡发展受数字经济的推动作用相对较小。 总而言之，数字经济对各地平衡发展都具备推动效果，
且该效应按照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地区依次增强。

其次，考察因城市特征产生的异质性问题，本文主要从城市行政等级和城市规模两个方面来检

验城市特征异质性。 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城市管理架构，在中国独有的行政制度下，企业在不同层级

城市获得的政策优惠和行政资源存在差异。 为争取更好的发展资源，企业多会选择设址在行政层级

较高的城市［４７］，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进而对平衡发展产生影响。 基于此，本文

将研究样本划分为普通城市和重点城市两类展开异质性分析。 其中，重点城市主要包含副省级城

市、省会城市以及直辖市，其余城市则为普通城市［４８］。
再次，长期以来，城市规模与经济增长都紧密相关［４９］，城市规模的扩张通过提升城市的创新绩

效［５０］影响平衡发展。 为此，本文参照王晗等［５１］的做法，将年末总人口数超过 ５００ 万的城市定义为特

大城市，其余的列为中小城市，进行相关异质性分析。 具体结果如表 ９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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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区域异质性分析

被解释变量：ｂａｌａｎｃｅ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１） （２） （３） （４） （５）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３６５５∗∗∗ ０􀆰 ３２４４∗∗∗ ０􀆰 ３６６２∗∗∗ ０􀆰 ５００６∗∗∗ ０􀆰 ４７８９∗∗∗

（０􀆰 ００９２） （０􀆰 ０１１３） （０􀆰 ０１５３） （０􀆰 ０４８７） （０􀆰 １１３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城市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观察值 ２５８３ ７７４ ７２０ ７８３ ３０６
Ｒ２ ０􀆰 ７８３ ０􀆰 ８７９ ０􀆰 ９１７ ０􀆰 ６１５ ０􀆰 ６０５
Ｎ ２８７ ８６ ８０ ８７ ３４

表 ９　 城市特征异质性分析

被解释变量：ｂａｌａｎｃｅ

全国
城市行政等级 城市规模

普通城市 重点城市 中小城市 特大城市

（１） （２） （３） （４） （５）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３６５５∗∗∗ ０􀆰 ３５２０∗∗∗ ０􀆰 ３０２４∗∗∗ ０􀆰 ２５７１∗∗∗ ０􀆰 ３５８０∗∗∗

（０􀆰 ００９２） （０􀆰 ０１９３） （０􀆰 ０１３４） （０􀆰 ０２９３） （０􀆰 ００７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城市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观察值 ２５８３ ２２６８ ３１５ １６２０ ９６３
Ｒ２ ０􀆰 ７８３ ０􀆰 ７０４ ０􀆰 ９２７ ０􀆰 ６３０ ０􀆰 ９２５

Ｎ ２８７ ２５２ ３５ １８０ １０７

　 　 从表 ９ 可以看出，相较于重点城市和中小城市，数字经济对普通城市和特大城市各领域平衡发

展的促进作用更强。 究其原因在于：一方面，重点城市均为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这些城

市各方面规划往往领先于其他城市，因此各领域建设相对而言较为完善，而普通城市可能仅在某一

方面具备发展优势，通常会存在其他层面的短板，因此，数字经济对普通城市平衡发展的促进效果会

更为强烈。 另一方面，特大城市的人口密度较大，基础实力强，特别是出于对周边地区的“虹吸效

应”，其人力资本能更好地满足各领域就业市场的需求，而中小城市则通常缺乏高端技术人才，因此，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规模较大的城市能在较短时间内给予反应并配合，进而推动平衡发

展。 由此可见，普通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数字经济对平衡发展的推动效应更强。
最后，考察由市场化程度引起的异质性问题。 市场化程度反映了地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监

管程度，与数字经济发展息息相关［５２］。 本文依据王小鲁等［５３］的做法，引入樊纲市场化指数来衡量市

场化程度，并将研究样本划分为市场化程度高、中、低三组进行子样本回归，具体结果如表 １０ 所示。
从表 １０ 中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对市场化程度居中城市的平衡发展影响最大，其次是高市场化程

度地区和低市场化程度地区。 对此，可能的原因是：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其要素流通越快，交易

成本也越低，越容易形成规模效应［５４］，从而有助于平衡发展。 由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大多平衡发

展程度较高，因此在数字经济的推动作用下，其上升空间会略低于市场化程度居中地区。 而市场化

程度较低地区，资源配置效率往往较低，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难以在短时间内提高其配置效率，对平

衡发展的作用效果也会相对较弱。 因此，总体上数字经济对平衡发展的推动作用按照市场化程度

中、高、低依次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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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０　 市场化程度异质性分析

被解释变量：ｂａｌａｎｃｅ
全国 市场化程度高 市场化程度居中 市场化程度低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３６５５∗∗∗ ０􀆰 ３１５７∗∗∗ ０􀆰 ３４０７∗∗∗ ０􀆰 １０２１∗

（０􀆰 ００９２） （０􀆰 ０１９１） （０􀆰 ０１２７） （０􀆰 ０５７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城市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观察值 ２５８３ ５５８ １４５８ ５６７
Ｒ２ ０􀆰 ７８３ ０􀆰 ８６５ ０􀆰 ７５６ ０􀆰 ４４７
Ｎ ２８７ ６２ １６２ ６３

五、中介机制分析

前文各种研究结果均显示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各领域的平衡发展，那么，其背后的作用机制是

什么？ 本文将基于数字经济对平衡发展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进一步探讨并检验其可能存在的作用

渠道。
首先，为探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创业活跃度与平衡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选取当年新

企业注册数量和每万人城市新注册企业数量［５５－５６］ 来反映城市的创业活跃度，实证检验城市创业活

跃度在数字经济与平衡发展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如表 １１ 所示。 列（２）、列（３）是以新注册企业数

量衡量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推动平衡发

展。 同样地，列（４）、列（５）是以每万人城市新注册企业数量衡量城市创业活跃度的中介效应回归结

果。 其中，列（４）的回归系数与列（２）一致，仍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列（５）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

相较于列（１）略有下降，结果与列（３）相吻合。 上述结果表明城市创业活跃度是数字经济推动平衡

发展的机制之一。

表 １１　 城市创业活跃度机制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ｅｎｔｒｅｐ＿１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ｅｎｔｒｅｐ＿２ ｂａｌａｎｃｅ
（１） （２） （３） （４） （５）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３６５５∗∗∗ ７􀆰 ３３３０∗∗∗ ０􀆰 ３３４３∗∗∗ ０􀆰 ５６８４∗∗∗ ０􀆰 ３６０９∗∗∗

（０􀆰 ００９２） （０􀆰 ３６８７） （０􀆰 ０１００） （０􀆰 ０６０９） （０􀆰 ００９５）
ｅｎｔｒｅｐ＿１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００５）
ｅｎｔｒｅｐ＿２ ０􀆰 ００６５∗

（０􀆰 ００３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城市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观察值 ２５８３ ２５８３ ２５８３ ２５８３ ２５８３
Ｒ２ ０􀆰 ７８３ ０􀆰 ４７２ ０􀆰 ７８８ ０􀆰 ４３７ ０􀆰 ７８３
Ｎ ２８７ ２８７ ２８７ ２８７ ２８７

　 　 其次，本文进一步探讨数字经济能否通过影响城市创新水平作用于平衡发展。 由于城市创新水

平涵盖地区产业、政策等各层面，为此，本文根据《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 ２０１７》，基于国家知识

产权局和国家工商局提供的专利、新注册企业数据构建城市创新指数，包括新建企业进入数、外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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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笔数、ｖｃｐｅ 投资数目、发明专利授权数、实用新型专利公开数、外观专利公开数以及商标授权数等

七个基础指标，结果如表 １２ 所示。 列（２）为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指数的影响，结果显著为正，表明数

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 列（３）呈现了数字经济和城市创新水平对平衡发展

的影响，回归结果均显著为正，其中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有所下降，说明城市创新指数具备部分中介

效应。 通过分析中介效应大小可知，城市创新水平中介效应值约为 ０􀆰 ０７５６，占其总效应的 ２０􀆰 ６８％，
说明城市创新水平是数字经济促进平衡发展的机制之一。

表 １２　 城市创新水平机制检验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
（１） （２） （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３６５５∗∗∗ ２２􀆰 ８０７５∗∗∗ ０􀆰 ２８９９∗∗∗

（０􀆰 ００９２） （０􀆰 ２８０７） （０􀆰 ０１８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０􀆰 ００３３∗∗∗

（０􀆰 ０００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城市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观察值 ２５８３ ２５８３ ２５８３
Ｒ２ ０􀆰 ７８３ ０􀆰 ８０７ ０􀆰 ７８５
Ｎ ２８７ ２８７ ２８７

　 　 最后，检验数字经济能否通过服务业结构升

级对平衡发展产生影响，参照余泳泽等［５７］ 的做

法，采用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在服务业中

的从业人员占比来度量服务业结构升级①，结果

如表 １３ 所示。 列（２）、列（３）是以高端服务业结

构升级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数字经

济发展有利于高端服务业进行结构升级，列（３）
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相较于基准回归结果有所下

降，高端服务业结构升级的系数显著为正。 这表

明高端服务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影响各领域平

衡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通过计算

中介效应数值大小可得，中介效应为 ０􀆰 ００５６，所
占比重较小，但仍可说明高端服务业是数字经济

推动平衡发展指数提高的途径之一。
此外，列（４）、列（５）是以生产性服务业结构升级为中介变量的检验结果，其中，列（５）数字经济

回归系数相较于列（１）略有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生产性服务业结构升级推

动平衡发展。 综合来看，上述结果进一步表明了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服务业结构升级，从而促进平

衡发展。 至此，假说 ２ 得以验证。

表 １３　 服务业结构升级机制检验

变量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ｕｐｇｒａｄｅ＿ｈ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ｕｐｇｒａｄｅ＿ｐ ｂａｌａｎｃｅ
（１） （２） （３） （４） （５）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３６５５∗∗∗ ０􀆰 ３２６２∗∗∗ ０􀆰 ３５９９∗∗∗ ０􀆰 ２３４４∗∗∗ ０􀆰 ３６１９∗∗∗

（０􀆰 ００９２） （０􀆰 ０３５７） （０􀆰 ００９４） （０􀆰 ０４５６） （０􀆰 ００９２）
ｕｐｇｒａｄｅ＿ｈ ０􀆰 ０１５５∗∗∗

（０􀆰 ００５４）
ｕｐｇｒａｄｅ＿ｐ ０􀆰 ０１３５∗∗∗

（０􀆰 ００４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城市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观察值 ２５８３ ２５８３ ２５８３ ２５８３ ２５８３
Ｒ２ ０􀆰 ７８３ ０􀆰 ２５６ ０􀆰 ７８４ ０􀆰 １７６ ０􀆰 ７８４
Ｎ ２８７ ２８７ ２８７ ２８７ ２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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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划分标准（２０１５），将交通仓储邮电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以及科研技术
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划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将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
查业划分为高端服务业。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全国 ２８７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

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平衡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主要研究结论如下：（１）总体上看，数字经济对各

领域平衡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分维度看，各维度数字经济均对平衡发展有正向影响，其中数字

融合应用的推动效果最强，其次是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创新发展。 （２）数字经济对平衡发展的推动

效果因城市地理位置、城市特征以及市场化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异。 西部地区和市场化程度居中地区

的数字经济发展对平衡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强烈，同时，相较于重点城市和中小城市，普通城市和特大

城市数字经济对平衡发展的推动效果更好。 此外，在三种异质性视角下，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估计

系数最大，这可能是因为西部地区原本平衡发展度偏低，上升空间大，能够更快吸收数字经济与实体

经济的深度融合带来的“数字红利”，从而较大幅度提高其平衡发展程度。 （３）从影响机制来看，城
市创业活跃度、城市创新水平以及服务业结构升级均是数字经济影响各领域平衡发展的有效渠道，
其中创新在数字经济与平衡发展之间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这意味着数字经济在促进平衡发展的过

程中显著发挥了“技术效应”。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水平的积极

影响，激发企业对创新的积极性，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同时引导大企业发挥其自身优势，提高

发明专利的研发水平；其次，要重点关注数字融合应用的协同发展，充分挖掘多样化的数字应用场景

与要素组合，弱化不利于劳动要素市场健康发展的消极因素，通过发挥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推动生

产效率改善和组织方式变革，助力平衡发展；最后，要依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差异化实施数字经

济有关政策，倾斜扶持发展缓慢的领域和产业，为缩小数字经济发展差距、推动各领域平衡发展提供

战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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